
� � 社会工作者进行深入细致
的工作要在一个适合他生存发
展的环境下， 这个环境包括两
方面，政策和文化。

我们 很 多 人都 看 过 《刮
痧》，当监护人没有监护能力的
时候，那么政府就会介入，也可
以委托社工介入， 不是说父母
是孩子必然的监护人， 而是看
父母有没有符合法律规定的监
护能力、监护行为。 比如说南京
饿死幼女事件， 就涉及到一个
监护权移交的问题。 中外对比
之下， 就能反映出中国在这方
面的法律法规不健全。

再一个来看文化 ， 我们还
会看到西方电影中有一个细
节，就是在很多暴力情节中，当
施暴者发现有孩子在场时会停
止暴力行为， 这说明他们对儿
童的保护已经是一种主流的文
化而且渗透到他们日常的生活
当中了。

好的经验暂不多说 ， 其实
即使是社会工作体制比较完善
的地方， 也不能避免暴露出一
些问题，我们要防微杜渐。 比如
他们的社会工作绝大多数是由
政府购买服务的， 这方面政府
给出的财力是比较到位的 ，但
社会工作就会越来越商业化 ，
社工最初的使命感逐渐丧失 。
举个例子，我在香港走访学习时
候， 他们已经有这样的问题了，
政府为某个社工一个小时的服
务买单，他服务时间一到就会离
开，并不会看效果怎么样，或者
说政府今年购买了这项服务，明
年换了一个，那么这项服务就没
有人做了，没有了延续性，这对
被服务者和社会工作来说都是
一种不小的伤害。

韩国男孩瑀基 6 岁时， 母亲
离家出走，13 岁那年，承受不住巨
大经济压力、 家庭压力的父亲也
不知所踪。 从那天起，家里就剩下
瑀基一个人。 没了父母管的瑀基
开始频繁旷课，与小区里的“古惑
仔们”混在一起，饿了就用冰箱里
储存已久发了霉的泡菜拌饭吃。

没多久， 瑀基的处境被社区
事务所负责社会工作事务的公务
员调查了解到,并向当地儿童专门
保护机构举报。 该机构接到举报
后， 立即前往瑀基家进行现场调
查。 在现场调查中，负责人们观察
到瑀基的家中遍地都是凌乱的垃
圾和乱扔的衣物,证实孩子长时间
生活在无人照料的环境中。 随后，

机构负责人员在交谈中了解到瑀
基是 3 年前和父亲搬来这里的，
除父亲以外没有其他的亲戚，父
亲出走后处于无人监管状态，亟
需社会组织介入保证其安稳正常
地生活。

为保护瑀基合法权益及避免
他在无人监管的情况下走上犯罪
的道路， 机构负责人和瑀基本人
进行了一次谈话， 确保瑀基接受
社会组织介入他的生活， 并愿意
去儿童保育所生活， 儿童保育所
是韩国当地专为无人监管儿童提
供住宿、食宿、看护、学习辅导等
服务的儿童保护中心。

就这样，当地儿童专门保护机
构开始介入瑀基的生活， 为他支离
破碎的生活撑起一把可靠的保护
伞，在这把保护伞下，他将得到全面

的保护并接受相应的心理治疗，缓
解家庭不幸给他带来的心理伤害。

在韩国， 像瑀基这样的孩子
并不少， 但他们都会受到社会组
织力量及时专业的救助。 因为在
韩国， 平均每个社区至少会有一
个综合型社会福利中心， 而每个
这样的机构里都会有 1 至 2 名取
得国家等级资格证的专业社会工
作者。 除了有专业的社会工作者
外，每年都会有源源不断的社会工
作专业的实习生在这里实习。这些
社会工作者最重要的工作莫过于
每周对社区内需要重点关注的家
庭进行家访并提供相应的服务。

韩国民众的举报意识很强，
且社区内的告
示板上都会在
醒目的地方张

贴举报电话号码， 网络上也很容
易可以搜索到这类举报的方法途
径，所以，社会工作者们可以从民
众自发举报中及时获得有效信
息。 这对社区社会工作的开展是
非常重要的。

社会工作这一职业在韩国备
受尊重， 每年参加国家社工等级
考试的人数差不多在 1 万名左
右， 占韩国人口总数的 1.96%（根
据 2013 年最新韩国人口统计总
数 5100 万名计算）。 一位新入职
的普通社工月工资为 150 万韩元
左右（折合人民币 8061 元）。 这样
看起来社会福利机构的负担似乎
很重， 仅靠从社会上筹募善款几
乎不可能。 实际上韩国政府对社
会福利事业的扶持非常大， 社会
福利机构的主要资金来源是政

府、企业财团，仅有小部分是
来自社会募捐。

韩国：“从那天起，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
———社会组织介入无人监管儿童实例

孩子不是私有财产

“美国有很多非法移民，他们
多来自欠发达国家， 在农场打黑
工，他们非常不固定，会随着季节
或工作的变化而迁移。”李涛讲述
了他在美国看到的故事。

对于这些没有美国国籍或签
证的非法者， 当时教育部的做法
令他震撼。“官员跟我介绍说美国
政府每年会拨付很大一笔钱来专
门保护和促进这些人的子女能够
正常入学。”由于这部分人员的流
动性很大，所以由政府牵头，委托
给各个州，从事儿童权益保护的社
会组织， 通过购买服务来进行服
务。“社会组织的服务可以非常细
致深入， 他们会追踪这些家庭，一
个家庭离开了这个州时候他们会
把资料信息转交接给下一个地方，
如果有新的家庭入住自己服务的
社区，他们会上门做思想工作，告
诉他们要把孩子送去上学不要有
顾虑， 如果不送孩子念书才会有
麻烦找上门。 ”

李涛觉得很奇怪，因为这部
分人应该是被驱逐出境的，随后，
那位官员告诉他， 将非法人员驱
逐出境不是教育部门要管的事

情，而是移民局的事情，教育部要
做的就是要让在美国本土的孩子，
不管他是什么身份都能接受平等
教育。“我再去追问，他又说，其实道
理很简单，就是这些孩子如果不能
接受良好教育的话，那么将来就可
能构成一些安全隐患、造成不好的
影响，教育部门这样做其实也是在
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安全。 ”

美国人常说， 想让孩子避免
伤害， 最根本的是整个社会对孩
子的观念是否正确———孩子不是
某个家庭的私有财产， 而是整个
社会的未来和希望， 要保障孩子
们不受虐待和厄运， 必须依靠健
全的儿童权益保障机制。

在美国， 保护儿童权益的机
构是国家儿童与家庭局，它隶属于
美国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其下设有
各州政府的社会服务厅、县级政府
的人力资源部，在体系末端还有儿

童看护中心、儿童保护委员会等各
类政府和非政府组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非政府组
织在对儿童免遭虐待和忽视方面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目前美国绝大
多数州都成立了儿童信托基金，通
过部分附加税和优惠政策使人们
自愿捐赠来筹集资金，专门用于防
止儿童遭受虐待。 由超过 1100家
公共机构和非营利组织组成的美
国儿童福利联盟，也在从事儿童虐
待和忽视的预防与救助工作。

美国的“随手拍”

1979 年 5 月 27 日，家住纽约
的埃坦·帕茨第一次征得父母同
意独自出门上学， 但从此永久消
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此案震惊全
美， 小埃坦也成为美国最知名的
失踪儿童， 与之后一系列失踪儿
童一起， 极大提升了美国公众对
失踪儿童问题的关注。 小埃坦们
的悲剧让人们痛定思痛， 促成了
美国全国失踪和受剥削儿童保护
中心的建立。

美国失踪未成年人规模庞
大， 但由非家庭成员实施绑架的
危险案例占比不到 1%。 每年 5.8
万起失踪儿童案涉及非家庭成员

的拐带，其中旨在杀死孩子、索要
赎金等常规意义上的绑架案每年
约有 100 至 115 起， 占整体失踪
未成年人案比例不到 1%。

美国国会先后于 1982 年和
1984 年通过了《失踪儿童法案》
和《失踪儿童援助法案》。 美国全
国失踪和受剥削儿童保护中心就
是依法建立起来的独立机构，成
为全美失踪未成年人信息的汇总
中心， 开设 24 小时免费寻人热
线， 并与美国联邦到地方各级执
法部门紧密合作寻人。

自成立至今， 该中心已协助
执法部门处理 19.5 万件未成年
人失踪案例，成功找回 18.3 万名
失踪未成年人，寻回比例从 1990
年 62%大幅提升至如今的 98%。

在民众参与的搜寻过程中，
两个警报系统扮演了重要角色。
一是“安伯警报”，近年来还与谷
歌、facebook 网络公司达成合作。
自 1997 年至 2012 年， 这个系统
已直接帮助找回 602 名失踪未成
年人。 另一个是由美国和加拿大
合作展开的“亚当代码”失踪儿童
警报系统，最早于 1994 年在沃尔
玛超市启用， 如今已有大批百货
公司、零售店铺、购物中心、超市、
游乐园、医院、博物馆加入。

美国：“如果不送孩子去念书，你会有麻烦”
———透过非法移民看美国社会工作网络

� � 李丽红（化名）一家刚刚移民
到加拿大，移民成功的喜悦被完全
陌生的环境和生活的未知冲淡得
所剩无几，她心情很复杂。

刚刚搬到新家，就有两个陌生
的年轻人来敲门，说是这个为社区
服务的社工，从移民局方面得到的
消息，希望建立起联系，今后不管
有生活方面或法律上不懂的问题
都可以找他们，接着，两个年轻人
着重询问和记录了她孩子的情况
并且和 6 岁的儿子玩儿了一会儿。

这一切， 让李丽红感到意外，
也有点不知所措。

慢慢地，她习惯了有社工帮助
的生活， 孩子上学的手续不算麻
烦，但是对于人生地不熟的她来说
也足够头疼，好在社工帮忙完成了
全程。

“这些都是社工主动介入的，
而不是等着问题出现才去解决，这
些社工大部分是依托当地社区内
的社会组织的，由政府购买服务来
承担成本。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
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说道。

接着，他又和《公益时报》记者
分享了另一个故事，“不只是有社
工来敲门，还会有周围的邻居主动
来打招呼、建立联系，也会说如果
你没时间可以帮你照看孩子，或者
你家里动静稍大一些他们就会报
警。 ”当然，这些在中国人的传统观
念中都是不太好理解的，并且对这
些善意的主动敲门抱有怀疑甚至
敌意。

“直到后来，李丽红因为暂时
没有车没法送孩子上学，这个邻居
知道后无偿的接送她的孩子，和自
己的孩子一起上下学，她才相信邻
居是真的要帮助他。 ”李涛说。

7 月 10 日，一条微博被转发近
20 余万次，一个小女孩儿常年被后
母和父亲关在家中， 遭到毒打，透
过小窗户，她向邻居求助，她只是
希望邻居给她点吃的并央求邻居
不要报警， 不然会被打得更厉害。
邻居看到后实在心疼，把小女孩儿
的情况拍下来发到了微博上。 主持
人李静愤怒地评论说：“在中国，打
自己的孩子好像是自己家的事，还
理直气壮地说‘打我自己家的孩子
要你管！ ’”

“近些年微博上流行起随手拍
解救被拐儿童，公众才刚刚普遍对
身边的儿童权益有了一种‘我也有
责任’的意识，而最近频频发生的
虐童事件、女童遭性侵事件，南京
饿死两个孩子的事情，大家才意识
到社会工作深入的必要性。 ”李涛
如是说。

■ 本报记者 闫冰 高文兴 许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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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介入儿童权益保护的国际经验———

“当有人主动来敲我家的门”

�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ted
Nations Children's Fund） 简称
UNICEF， 其使命是帮助世界各
地的孩子实现他们生存、 发展、
受保护和参与的基本权利。 尽管
它是联合国的一部分，但是预算
来源是独立的， 来自于各国政
府、个人、企业和基金会的自愿
捐款。 他们的一些成绩和做法，
或可给我们的公益组织以鼓舞
和借鉴。

提升周围人保护能力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认为接
触儿童的人员都应有足够的积
极性并具备必要的技能，能够发
现并应对虐待儿童的现象。

在埃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
保险和社会事务部合作， 在 26个

村庄开展了基线
调查，了解家庭对
于女性生殖器割
礼的看法、态度和
做法。联合国儿童
基金会还支持该
部组建专门小组，
呼吁民众反对女
性生殖器割礼，还
培训医生、护士和
外围的卫生家庭
巡视员，向民众宣
传割礼的危害。

在贝宁 ，目
前有 170 多个村
民委员会负责提
高当地居民对于
性虐待和虐待儿
童事件的认识 ，
并对所发生的事
件加以报告。 第
一个村民委员会
是在 1999 年 8 月
成立的。 在成立

之前，贝宁政府和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共同进行了调研，还制定了
专门计划，通过各级行动打击拐
卖儿童行为。 每个委员会指派一
名成员跟踪了解村里儿童的数
量。 如果发现儿童丢失情况，委
员会马上与警方联系。

让孩子成为项目主人

如果儿童了解到不被剥削
是他们的权利，并了解能够保护
他们的服务措施，他们就不会容
易遭到虐待了。 通过适当的指
导， 让孩子学会利用他们的知
识、技能和乐观精神来降低遭受
剥削的危险。

在印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开展了一些培训项目，这些项目
旨在改变警方在处理吸毒、流浪
儿童和性剥削等儿童问题时所
使用的方法。 参加培训的儿童都
是“信息员”，帮助警方从孩子们
的角度来了解流浪儿童的生活。
儿童、警察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一起，使得警方的干预方式更加
以儿童为本。

特殊地区的针对性服务

在孟加拉国，联合国儿童基
金会和当地的非政府组织以及
捐赠者一道，着手成立“遭酸袭
击者基金会”， 帮助那些脸上被
泼酸的青年妇女。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参与解散近 300 名
娃娃兵， 这一行动是在 2001 年
12 月由该国总统约瑟夫.卡比拉
提出的。 这些孩子被安置在临时
的中转中心，得到国家遣散与融
合局及其合作组织的照顾，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是唯一为此行动
提供资金支持的机构。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全球足迹

广州博雅青少年成长服务中心法定代表人严凯

关注儿童权益，NGO 应如何作为？

观点①

� � 根据我的一些教育游学实
践经验，我认为可以把 NGO 在
关注儿童权益方面的作为分为
两个方面： 一是预防类的一般
性保护， 是免除对未成年人的
伤害，防止未成年人犯罪；二是
有针对性、 特殊性或替代性的
保护。

在共青团或妇联注册的针
对儿童服务的社会组织大多提
供支持性帮助， 比如向未成年
人提供心理咨询。 这样的组织
数量是可观的， 他们在政府购
买服务中也占有一定优势 。 去
年末，广州发布的《广州市未成
年人保护规定 (草案 )》，其中的
一大亮点是政府应为每所中小
学配至少一名驻校社工， 工资
由财政买单。 这是广州在全中
国公益组织参与未成年保护方
面的一个创举， 对于广州本土
提供支持性帮助的 NGO 来讲，
也无疑是利好消息。

与提供支持性帮助的社会
组织相比， 我国目前提供补充
性帮助的 NGO 是比较弱的。比
如暑假来了，很多家长要上班，
那孩子怎么办？ 尤其是城市外
来务工人员的孩子。 日托管理
就是补充性帮助， 但遗憾的是
现在社会上大部分日托管理都
是商业机构在运作， 公益组织
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参与空间。

此外，还有替代式帮助，就
是 NGO 替代家庭来照顾儿童。
比如有的家庭虐童或家长吸毒
等没办法照顾孩子， 孩子寻求
保护很难。

特殊性帮助是针对特殊儿
童，比如触犯法律的未成年人 。
在我国这部分孩子一般会被送
到少管所，进入少管所后，少有
社会组织会针对他们进行辅
导， 他们从少管所出来也少有
机构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 。
事实上，虽然特殊，但这也是青
少年保护的范畴。 台湾的做法
是他们会组织这些孩子参与公
益活动， 慰问老人 、 看望病人
等， 通过帮助别人来完善孩子
的自我认知，提高社会责任感 ，
达到回归社会的目的。

最后 ， 想从实操的角度向
有意参与儿童保护的社会组织
提出一点建议，总结起来为 “四
确定”： 一是保护对象的确定 ，
你的保护对象是受虐的孩子还
是流浪的孩子还是孤儿， 不能
面面俱到； 二是帮助形式的确
定， 针对不同问题的孩子提供
的帮助形式是不同的 ； 三是具
体服务计划的确定 ， 涉及到志
愿者，不能三天打渔两天晒网 ，
要有服务的连贯性 ； 四是服务
质量的确定， 孩子在接受帮助
的时间内要什么水平 ， 和企业
业绩考核是一样的。

针对儿童权益保护，国际上
的趋势是政府买单、民间办事。那
么政府就不要一次性把钱都给
NGO， 按照进度和实施的好坏，
引入三方评估，再逐次拨款，这就
保证了 NGO的服务质量。

（张木兰根据 7 月 9 日壹
基金·中国公益传播沙龙第七
期内容整理）

观点②

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主任李涛

学习经验，同时也要看到潜在问题

�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中国实施“爱生学校”项目长达 10 多个年
头了，惠及了全国 10 个省 1655 所学校的 34 万名儿童

� � 美国 “全国失踪和受剥削儿
童保护中心”内悬挂的儿童画像


